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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公共物品融资为切入点，运用土地租税理论探讨土地财政演进。土地租金是公共物品融
资的最优选择。政府运用土地租金提供公共物品，会出现生产性公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尽

管土地租金永续存在，但以农地征收为支撑的土地财政却不可持续。从征地到征房产税的土地财政演进，恰

是土地租金充实公共物品融资理论的实践，在土地国有原则下，政府对城市内保有环节个人住房征收房产

税，其实质是政府以征税的名义征收级差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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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呈现逐步加速的态势。大量人口聚集城市，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

产使得土地要素价值被重估，利用土地租金为公共物品融资，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

务的主要方式。在土地公有制的城乡二元土地体制下，地方政府采用农地征收的方式将大量农村集

体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土地批租捕获了高额的土地增值收益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

地财政”。土地财政的产生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大量的土地出让收益满足了城

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推动了土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垄断城市土地

供应进行土地批租的跨期分配也诱发了经济风险，出现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房地产

价格过快上涨，人口城市化进程受阻等诸多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来土地财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

凸显，主张以征收房产税取代土地财政的观点正逐渐形成社会共识，但对城市内保有环节个人住房开

征房产税的主张，却总给社会公众带来一些疑问和隐忧。

在土地国有的原则下，对城市内保有环节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是否合理？购房时已缴纳土地出

让金，此时若再征收房产税是否存在重复征税？众多问题的提出，需要相关部门给予澄清和解答。市

场经济的繁荣，区域政策的调整加剧了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诱发了垂直方向上的社会分

层与水平方向上的社会分化。面对税制改革，众多问题的提出也表明公众的纳税人权利意识正在觉

醒，逐渐认识到税收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公众不再沉默地等待和被动地接受税制改革的结果，而是

积极参与到税制改革的讨论中来表达自身诉求。如何回应公众诉求以及调整社会成员资源占有、利

益分配，需要互动的、精密的制度设计，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主张，之后的第十三届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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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从加快

房地产税立法到稳步推进，表明决策层正在积极谋划制度安排，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回应公众诉求。

鉴于此，本文以公共物品融资为切入点来阐释从征地到征房产税的土地财政演进，恰是土地租金充实

公共物品融资理论的实践，在土地国有的原则下，政府基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开征房产税合乎正当

性；对城市内保有环节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其实质是政府以征税的名义征收级差地租。

二、文献综述

关于土地财政以及与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献颇多。对于土地财政的成因，学者的讨论大致分为

两大类：分税制下的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基于财政分权观点认为，分税制改革导

致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是土地财政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张晏等，２００５；周飞舟，２００６；中国经济增长
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１；孙秀林等，２０１３）［１～４］。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观点认为，官员的政绩考核加剧了地方
政府之间的竞争（周黎安，２００４、２００７；陶然等，２００９；刘佳等，２０１２）［５～８］，使得土地出让收入呈现政治
周期性特征（余靖雯等，２０１５）［９］；但土地财政的真实原因不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而是投资冲动
（范子英，２０１５）［１０］。有学者对土地财政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主要侧重在农地征收过程中利益主体权
力与利益的分析（周其仁，２００４；陈国富，２００６；蒋省三等，２００７；钱忠好等，２０１５）［１１～１４］。还有学者将土
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消费、房价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夏方舟等

（２０１４）［１５］构建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计量模型，发现土地财政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来
推动经济增长。可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存在的动态加速器机制加大了经济波动（赵扶扬等

２０１７）［１６］。杨灿明等（２０１５）［１７］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
响是复合型的，既存在逆向再分配效应，也存在正向再分配效应。蒋震（２０１４）［１８］通过实证发现，在工
业化进程中，居民承受高房价来补贴土地出让金和形成高储蓄率方式对投资形成“双重补贴”，而土地

财政是实现这种模式的最核心手段。邵朝对等（２０１６）［１９］构建模型阐述了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
特征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发现在与土地财政的互动中，房价上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城市集聚特

征的效力被不断削弱。

在土地财政对公共品支出影响的研究中，公共品资本化和土地财政软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成为

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在传统理论意义上，纯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然而现实中只有少数公

共品完全具备这两个特征，如国防安全等，更多的公共品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更像是俱乐部

产品，仅有当地居民可以享受还具有竞争性，但这并不影响政府通过土地租金运用土地财政来提供公

共物品的理论分析。地方政府既是公共品的提供者，又是土地交易一级市场的垄断者，高额的土地租

金能够放松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卢洪友等（２０１１）［２０］认为地方政府实施的土地财政既有效地缩小了
地方人均真实财力缺口，又促进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服务和城市公共环境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提高；左翔等（２０１３）［２１］构建理论模型阐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与提供公共品的关系，结果
发现地方政府垄断更多国有土地转让会显著增加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而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则

会显著下降。宋琪等（２０１６）［２２］研究地方土地财政制度对地方公共品提供激励的传导机制，通过城市
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土地财政对地方公共品提供在土地和房产交易之上具有结构性的激励

效应。杜金华等（２０１７）［２３］基于全国７０个大中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财政、城
市化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财政、城市化明显促进了大中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尤其中等城市

土地财政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约束，明显改善了教育和医疗服务供给水平。严思齐等（２０１７）［２４］考察了
土地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各类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认为土地财政支出存在着结构性扭曲，主要

有偏向经济性公共物品和投资周期短的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倾向；土地财政收入的增长显著提高了经济

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而对投资周期较长的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以上众多学者对土地财政的产生、形成机理和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公共物品支出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分析，基于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下的地方竞争，地方政府以农地征收为支撑，通过土地批租获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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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金，建立土地财政来进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土地财政放

松地方政府财政约束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对于生产性公共支出或经济性公共

支出的影响比较显著，对非生产性或非经济性公共支出的影响还存在着不一致的结论。与已有文献

不同的是，本文基于公共物品融资为切入点来分析土地财政，发现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下的地方竞争

只是激发了地方政府征地的动机，而土地财政征地之所以实现取决于农地所有权面对非公共利益征

地时失去应有的法律保护以及地方政府征收权缺乏有效的约束，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让这一动

机最终转化为现实。与“土地财政”的历史作用体现为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发展

（贾点点，２０１８）［２５］观点不同的是，本文更关注土地财政的未来去向，认为基于土地租金的空间分布和
征收成本，土地财政具有不可持续性，未来房产税的开征将会取代土地财政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求。

此外，运用理论分析论述中国土地财政的实质是以农地征收为支撑，将本应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的级差

地租转为城市国有土地的绝对地租。依据地租归产权所有者的理论，中国未来开征的房产税，在理论

上政府可以征收土地上的全部级差地租。为此，本文余下的安排是，第三部分阐述国家运用产权逻辑

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提供公共物品，在劳动、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中，满足公共物品融资的只有土

地要素；第四部分构建数理模型阐述无论是绝对地租还是级差地租，国家基于产权逻辑或社会管理者

的逻辑都可以用土地租金来支撑公共物品融资；第五部分实证分析了政府以土地租金为支撑提供公

共物品，将会出现生产性公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第六部分分析了中国土地财政的不可

持续及未来会以房产税替代征地批租；第七部分是文章的结语。

三、公共物品融资的最优选择———土地要素

（一）公共物品提供的主体

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一般从“无国家的社会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观点：一类是社会契约

论，即结束“霍布斯丛林状态”，达成“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契约来阐述从自然状态到国家的形成；另

一类是暴力掠夺论，即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分析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博弈，从而阐

释国家从无到有的制度变迁过程［２６］。但无论是基于社会契约论，还是暴力掠夺论，建立起来的国家

或政府都会运用两种逻辑从人民手中获取剩余产品，一是产权的逻辑，即国家或政府以自然资源所有

者的身份，将一定期限的资源使用权出让获取租金收入，例如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地租等；二是

社会管理者的逻辑，这里的社会管理者是指依托政治权力，强制获取税收收入，例如征收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等。马克思曾在《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
奶”［２７］。赋税是让国家或政府获得存在的物质支持，国家或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作为获取剩

余产品（赋税）的对价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二）公共物品融资的原则与要素来源

税收理论认为国家或政府的赋税依赖于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那三种生产要素是否都满

足公共物品融资来源呢？公共物品融资的来源要遵循两个主要原则：受益性原则和收入稳定性原则。

亚当·斯密在论赋税的原则时提出受益性原则，即“一国国民，各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比例于各自的

资力，即按照比例于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提供国赋，维持政府”［２８］３１４。受益性原则要

求谁受益于公共物品的支出，谁就应为之付费。在受益性原则下，土地相对于劳动和资本存在质的区

别，劳动与资本不满足受益性原则。这是因为公共物品的改善对于劳动和资本而言，其所有者若要提高

收入只能通过增加投入来实现，即劳动与资本的所有者收入的增加不直接受益于公共物品的改善，是通

过供给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但对于土地而言，因为土地是自然垄断的，不存在增加投入的问题。公共物

品的改善会极大提升土地价值，土地在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直接捕获了公共物品改善带来的价值增

量。因而基于受益性原则，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中，只有土地要素满足受益性原则条件。

收入稳定性原则要求提供公共物品的收入是确定的、稳定和持久的。亚当·斯密认为，“能够维

持政府的安全与尊严的，只有确实的、不动的、恒久的收入，至若持有不确定性和可灭性的资本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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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决不宜于充政府之主要收入来源，所以，较游牧国为进步的一切大国政府，从来都不由这种源泉取

得其大部分的公家收入”［２８］３１７。在公共物品融资的收入稳定性原则下，土地相对于劳动和资本存在量

的区别，对土地课税是国家或政府的最优选择。这是因为如若对劳动课税，劳动力可能有要求提高工

资待遇，或是偷懒怠工，甚至逃逸本国等行为；对资本课税，资本存在着损耗、加速贬值、藏匿，甚至逃

遁到国外等情况，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和资本征税存在着不稳定性。而土地相对于劳动和资本而言，具

有不可移动性，即使税负增加也无处可逃。对土地征税可以降低对劳动和资本的税率，两者税率降低

会带来净回报率的提高进而会增加生产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劳动和资本需要在土地上运作，这样又

会抬高土地潜在价值，增加对土地征税的财政收入。

以土地作为公共物品融资来源不仅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稳定，还能减少要素资源扭曲。在劳动、资

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中，对劳动和资本征税存在着无谓的损失（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ｌｏｓｓ），供给学派海尔思
通尼斯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导论》中论述税率与劳动供求以及税率与资本形成关系时，建立了劳动与

资本“楔子”模型［２９］。供给学派认为对劳动和资本征税是对劳动和资本在税前报酬和税后报酬之间

打入一个“楔子”，由于进入企业生产成本的是税前的工资和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楔

子”和“资本楔子”的出现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愿意雇佣的劳动和使用的资本会减少，进而影响

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中要素的供求数量。对比劳动和资本征税前与征税后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扭

曲，社会福利出现净损失。相对于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曲线，土地供给曲线无弹性，对土地征税不存在

福利净损失。对土地征税获得可靠税源也得到重农学派的认可。重农学派认为，一切租税最后都由

土地的收入来支付，直接对土地的收入征税，不仅可以取得丰富、可靠的税源，而且可以减少征税费

用，避免课税繁杂所产生的损害［３０］。

四、土地租金与公共物品融资

（一）土地租金存在条件与形成

地租理论起初主要解释农业土地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地租理论认为，级差地租源于土地位置和

土地肥力的差异，或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入等量资本。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直接产生

的，一切租用的土地都必须支付地租［３１］。但对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概念稍作调整，可适用于任何类

型的土地或自然资源。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租金来源于某种资源的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这种稀缺性

或不可替代性会在经济关系中形成一种经济优势，因此，租金可视为资源的所有者凭借经济优势索取

的一种“回报”。其中，级差地租体现的是优势土地相对于劣势土地的经济优势；绝对地租体现的是土

地相对于资本和劳动的经济优势。而前者源于土地用途的稀缺性，后者则源于土地所有权的稀缺性。

无论是土地用途的稀缺性，还是土地所有权的稀缺性，土地租金永续存在要至少满足其中之一。

城市土地租金形成逻辑在于，土地租金是在土地稀缺前提下，人口、资源聚集与劳动分工所形成

的经济优势，它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而不是单个土地所有者努力的结果。由“地租归产权者”的

产权安排表明土地所有者作为公共物品的实际受益者，“理应”以地租的形式为公共物品融资提供支

持。因此，以土地租金作为公共物品融资来源，其收益和成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连结与对应关系

（ＴｅｒｒｙＤｗ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３２］。
（二）土地租金支撑公共物品融资

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论证了亨利·乔治的思想，将其概

括为亨利·乔治定理［３３］。该定理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经济体是大型经济体；级差地租能被明确定

义；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满足帕累托最优。结论是总地租与公共物品的支出相等。基于土地租金

与公共物品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在参照斯蒂格利茨（１９７９）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理想型的公共物品融
资与分配机制，运用产权逻辑和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分析在给定最优人口规模的条件下，公共物品和服

务的固定成本用土地租金来支付，而边际成本则由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来弥补。

假定条件：（ａ）效用函数是连续、可微的；（ｂ）相同的个体有共同的偏好，效用函数有私人产品Ｃ、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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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Ｔ和公共物品Ｐ组成Ｕ（Ｃ，Ｔ，Ｐ）；（ｃ）政府追求人均福利最大化；（ｄ）存在最优的城市规模人口Ｎ。
相同个体的不同效用水平取决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的距离ｔ，即Ｕ［Ｃ（ｔ），Ｔ（ｔ），Ｐ］。
政府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即：

∫
ｔ

０

Ｗ［Ｕ（ｔ）］
ＮＴ（ｔ） （ｔ）ｄｔ （１）

其中Ｗ代表福利函数，满足稻田条件；Ｎ为人口数；（ｔ）为城市住宅用地面积，ｔ代表位于城市中心位
置。

约束性条件：（１）土地数量充足，所有土地都被利用。

∫
ｔ

０

（ｔ）
Ｔ（ｔ）ｄｔ＝Ｎ （２）

（２）相同个体的收入等于支出。

∫
ｔ

０

ｆ（ｔ）＋Ｃ（ｔ）
Ｔ（ｔ） （ｔ）ｄｔ＋Ｐ＝ＮＩ （３）

其中Ｉ为相同个体的收入，ｆ（ｔ）为消费私人物品的运输成本，为了简化模型设定私人物品与其运输成
本为线性关系，不影响之后方程的求解。

构建满足条件的拉格朗日方程为：

Ｌ＝∫
ｔ

０

Ｗ［Ｕ（ｔ）］
ＮＴ（ｔ） （ｔ）ｄｔ＋ρ∫

ｔ

０

（ｔ）
Ｔ（ｔ）[ ]ｄｔ－Ｎ －φ∫

ｔ

０

ｆ（ｔ）＋Ｃ（ｔ）
Ｔ（ｔ） （ｔ）[ ]ｄｔ＋Ｐ－ＮＩ （４）

简化与距离市中心ｔ无关的变量，转换成汉密尔顿方程为：

Ｈ＝ Ｗ［Ｕ（Ｃ，Ｔ，Ｐ）］
Ｎ ＋ρ－φ（ｆ＋Ｃ{ }）Ｔ （５）

一阶最优化条件为：

Ｈ
Ｃ
＝ Ｗ′ＵＣ

Ｎ －( )φ Ｔ ＝０ （６）

Ｈ
Ｔ
＝－
Ｔ２
Ｗ
Ｎ＋ρ－φ（ｆ＋Ｃ[ ]）＋Ｗ′ＵＴＮＴ＝０ （７）

满足最优人口规模的假定为：

Ｌ
Ｎ
＝－∫

ｔ

０

Ｗ（Ｕ）
Ｎ２Ｔ

ｄｔ－ρ＋φＩ＝０ （８）

将式（２）、（３）、（８）带入到（７）中整合可得到式（９）：

∫
ｔ

０

ＵＴ
ＵＣ
ｄｔ＝Ｐ （９）

式（９）表明在土地充足时，土地租金的加总等于公共物品，这表明在城市土地资源充足时，政府
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可依靠地租来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可采用垄断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运用产权逻

辑获得绝对租金来满足公共物品的融资需求。

当第一个约束条件不满足时，在城市中存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此时约束条件为：

∫
ｔ

０
ｄｔ＝ωＮ （１０）

其中ω为城市人口密度。
在土地稀缺时存在土地的影子价格，可计算城市中心土地的影子价格μ：
Ｌ
ｔ

＝（ｔ
）

Ｔ
Ｗ（Ｕ）
Ｎ ＋ρ－φ（ｆ＋Ｃ[ ]）

ｔ
－μ（ｔ）＝０ （１１）

μ＝
（Ｗ′ＵＴ）ｔ
Ｎ ＝φＵＴ

Ｕ( )
Ｃ ｔ

（１２）

此时公共物品的融资来源于城市中的级差地租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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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０

ＵＴ
ＵＣ
ｄｔ－ Ｎωφ

ＵＴ
Ｕ( )
Ｃ ｔ

＝Ｐ （１３）

式（１３）表明在城市中当土地资源稀缺时，总地租减去不同位置土地的影子价格形成的级差地租
成为公共物品的融资来源。政府倘若要获取级差地租来支撑公共物品的供给，可运用社会管理者的逻

辑通过对土地征税的方式获取土地租金，进而满足公共物品的融资需求。

因此，无论是绝对地租还是级差地租，国家基于产权逻辑或社会管理者的逻辑都可以用土地租金

来支撑公共物品融资。

为得到消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对公共物品求导得到式（１４），将式（６）带入式
（１４）可得到式（１５）：

Ｌ
Ｐ
＝∫

ｔ

０

Ｗ′ＵＰ
ＮＴｄｔ－φ＝０ （１４）

∫
ｔ

０

ＵＰ
ＵＣ

Ｔｄｔ＝１ （１５）

式（１５）表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加总为单位１，表明相同个体在两种物品消费替
代加总固定情况下，个体减少私人物品消费会增加公共物品消费，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可以通过向使

用者收取使用费来弥补。在公共物品的融资来源于土地租金时，通过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来弥补公

共物品的边际成本。

政府收入Ｇ由土地租金的财政收入Ｌ和税收收入βｆ（Ｅ）构成，Ｅ为生产性公共品支出，ｆ（Ｅ）表示
经济性公共品支出带来的产出，满足ｆ′＞０且ｆ″＜０，β表示对产出征收的税率（０＜β＜１），假定土地
租金的财政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为ａ（０＜ａ＜１），即：

Ｇ＝Ｌ＋βｆ（Ｅ）；　ａ＝Ｌ／Ｇ；　Ｌ＝ａＧ （１６）
政府支出为提供公共物品Ｐ，并且公共物品Ｐ由生产性公共物品Ｅ和非生产性公共物品Ｍ组成：
Ｐ＝Ｅ＋Ｍ （１７）
在不考虑转移支付情况下，政府收支平衡为：

Ｐ＝Ｅ＋Ｍ＝Ｇ＝Ｌ＋βｆ（Ｅ）；则 Ｍ＝βｆ（Ｅ）１－ａ－Ｅ （１８）

在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时，假设相同个体的效用函数为拟线性：

Ｕ＝Ｕ［（Ｃ（ｔ），Ｔ（ｔ）］＋（１－β）ｆ（Ｅ）＋Ｕ（Ｍ） （１９）
相同个体效用函数满足Ｕ′＞０，且满足边际效用递减 Ｕ″＜０。将式（１８）带入到式（１９）中可得：

Ｕ＝Ｕ［Ｃ（ｔ），Ｔ（ｔ）］＋（１－β）ｆ（Ｅ）＋Ｕ βｆ（Ｅ）１－ａ－[ ]Ｅ （２０）

政府依赖土地租金提供公共物品，相同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时，对生产性公共物品Ｅ可得出一阶

最优条件：（１－β）ｆ′＋Ｕ βｆ′
１－ａ( )－１ ＝０ （２１）

政府收入来自土地租金的财政收入和与生产性公共物品相关的税收收入，因此生产性公共物品

Ｅ是ａ的隐函数，对土地租金的财政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为ａ求导，可得

１－βｆ″ｄＥｄａ＋
βｆ′
１－ａ( )－１ Ｕ″ β

１－( )ａ２ｆ＋
βｆ′
１－ａ

ｄＥ
ｄａ－

ｄＥ[ ]ｄａ ＋Ｕ′ β
１－( )ａ２ｆ′＋

β
１－ａｆ″

ｄＥ[ ]ｄａ ＝０ （２２）

整理可得：
ｄＥ
ｄａ＝

－Ｕ′βｆ′－ βｆ′
１－ａ( )－１ Ｕ″βｆ

（１－β）（１－ａ）２ｆ″＋（１－ａ）Ｕ′βｆ″＋（βｆ′－１＋ａ）２Ｕ″
（２３）

因政府预算收支平衡时，生产性公共物品Ｅ和非生产性公共物品Ｍ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
ｄＭ
ｄＥ ＝

βｆ′
１－ａ－１＜０ （２４）

又有生产性公共物品产出函数满足ｆ′＞０且ｆ″＜０以及效用函数满足Ｕ′＞０，Ｕ″＜０，可以得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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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ｄａ＞０ （２５）

这表明相同个体在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时，政府依赖土地租金提供公共物品将会出现生产性公

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

（三）以土地租金理论分析中国土地财政的实质

国家或政府运用产权逻辑和社会管理者的逻辑从人民群众手中获取剩余产品，在以土地作为公

共物品融资来源的假定下，土地所有权的国有或私有将会对产权逻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的融合与

分离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土地所有权性质由国有转为私有时，如圈地运动的英国以及实施宅地法的

美国等，产权逻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呈现分离的状态，土地私有使国家或政府只能运用社会管理者

的逻辑征房产税收取级差地租来满足公共物品的融资需求。而保持土地国有的国家或政府，产权逻

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呈现出融合的状态，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权性质下，国家或政府可采

用产权逻辑获取绝对地租，也可采用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征房产税收取级差地租来支付公共物品的建

设。中国实行的就是土地国有的制度，具体为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土地所有。在归

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支持公共物品的融资。

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下，土地财政主要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转变土地所有权属性，

以“招拍挂”形式将国有土地出让获得土地出让金，以此填补地方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尽管宪法规

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经验观察

发现，无论土地最终被作为公共用途、准公共用途还是明确的商业用途，都要经过上述土地转换流程。

这一土地转换流程的关键在于征地的实现，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征到非公共利益用途的土地，就在于

农地所有权面对非公共利益征地时失去应有的法律保护，以及政府征收权缺乏有效的约束。尽管分

税制改革，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造成财源与责任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基于政绩考核开展地区竞

争，但这只是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动机，这一动机能够得以实现在于制度设计在农地所有权的保护

与政府征收权的约束尚不完善。

土地财政最终在中国得到实施，地方政府获取绝对地租，三个制度安排缺一不可，一是土地城乡

分割制度，以法律形式设定土地所有权属性，为之后两个制度的实行提供前提条件；二是农地征收制

度，在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必须国有的原则下，以土地征收权垄断土地市场，为国家垄断土地供应获取

绝对地租提供保障；三是国有土地租赁制度，运用产权逻辑获取地租收入。借助这三种制度安排，农

村集体土地的“级差地租”顺利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的“绝对地租”。因此，土地财政的实质是以农地征

收为支撑，将农村集体土地的级差地租转为城市国有土地的绝对地租，以充实公共物品融资。也可以

说土地财政是农村土地价值在农业用途与非农用途之间转换“价差”的最终实现形式，是农村集体土

地租金的“国有化”的结果。

五、土地财政与公共支出实证分析

在遵循受益原则和收入稳定性原则下，公共物品融资的要素来源是土地，政府以土地租金为收入

来满足经济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在理论分析中已有政府以土地租金为支撑提供公共物品，将会出

现生产性公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下面将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土地财政对公共物品支出

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参考左翔等（２０１３）和范卓宇（２０１８）［３４］的研究，采用地级市市辖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
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ｙｉｔ＝α＋β１ｌｎｌａｎｄｉｔ＋β２ｘｉｔ＋μｉ＋θｔ＋εｉｔ
其中，ｙｉｔ代表第 ｉ个城市第 ｔ年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实证分析中分为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
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对ｙｉｔ进行对数化处理即为ｌｎｙｉｔ；用ｌａｎｄｉｔ刻画不同城市土地出让的变量，
本文使用土地出让成交价来表示，土地出让成交价包括协议出让成交价和“招拍挂”成交价，对 ｌａｎｄｉ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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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数化处理即为ｌｎｌａｎｄｉｔ；ｘｉｔ为一组控制变量；μｉ表示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变量；
θｔ表示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变量；εｉｔ为残差项。

在已有的研究中，衡量生产性公共品供给指标既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郑思齐等，２０１４）［３５］也
有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葛扬等，２０１７）［３６］和基础设施建设存量（左翔等，２０１３；范卓宇，２０１８），然而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额的指标选择，郑思齐等（２０１４）采用３５个大中城市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来代替；基础
设施资本存量的指标选择，葛扬等（２０１７）采用省级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作变量；基础设施建设存量的指
标左翔等（２０１３）和范卓宇（２０１８）都采用城市道路面积密度来衡量。本文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来
衡量基础设施建设存量而不是采用城市道路面积密度，主要是出于生产性公共物品和非生产性公共

物品应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对比的考虑。为了能够在相同条件下开展生产性公共物品与非生产性公共

物品的对比研究，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代理指标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来衡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是城

市道路面积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值。土地出让成交价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的预期符号为正，土地出

让成交价对衡量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中小学教师密度的预期符号为负。

土地出让的衡量指标，学者选取不同的衡量标准，有采用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代替土地出让（杨圆

圆，２０１０；吴群等，２０１０；蒋震，２０１４）［３７～３８］［１８］；或者以土地出让金额与财政收入比率代替土地出让收入
（陈志勇等，２０１１）［３９］；也有用土地出让面积（左翔等，２０１３；范卓宇，２０１８）衡量的。本文采用土地出让
收入成交价代替土地出让，土地出让成交价包括协议出让成交价和“招拍挂”出让成交价。选取土地

出让成交价作为土地出让的代理指标，是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属于预算外收入，地方

政府可以依据自身情况支配资金使用。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改善民生的目标，

资金最终将会用于生产性公共物品和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建设中。

此外，在解释变量中引入一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人口密度：一

般而言，人口密度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正相关，人口越密集，其所需要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

就越多；而人口越分散，其所需要的学校数量以及教师数量等教育投入就越大。财政自给率；财政自

给率是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较高的财政自给率表明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更多来源于本级的
财政收入，如果资金充足，地方政府就更有动力加强公共物品的建设，尤其是生产性公共物品的建设。

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公众对公共品的需求，因此本文还引入了变量人均ＧＤＰ、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之和占地区ＧＤＰ生产总值的比重。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其中

土地出让成交价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由于部分地级市部分年份的数据不可得，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部分地级市，最终选取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２８４个地级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１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土地出让成交价（万元） ３４９０ ８０２６９２ １６９４４５５８２ １１１６８ ２０５９７７６８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平方米） ３２１７ １０５２ ７４３ ００２ １０８４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３２３２ ９８９４ ９６８４ １３ １４０５２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元） ３４８０ ４５９６０ ３５４０９ １８４７ ４６７７４９

中小学教师密度 ３４７１ ８３３６ ３６７３ ８８７０ １２１５

财政自给率 ３５１７ ０５９ ０２５ ００３ ２６７

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３５１１ ９２７８ ７４０ ３６８０ ９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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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分析
表２给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无差异的假定，最终倾向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接下来只分析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下，固定效应（ＦＥ）模型下的回归结
果。方程（１）、（２）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中小学教师密度的混合回归，方程（３）、（４）是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和中小学教师密度加入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混合回归还是在固

定效应下，土地出让收入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生产性公共物品）和中小学教师密度（非生产性公共物

品）都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生产性公共物品）固定效应分析中，加入聚类稳健标

准误之后，土地出让成交价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影响的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从１％的显著性水平降
为目前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回归系数显示土地出让成交价变动１％，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生产性公共
物品）同方向变动００２个百分点。无论是混合分析，还是固定效应分析，土地出让成交价对人均城市
道路面积的系数都为正，与预期符号相同，这也表明土地出让收入对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有正向促

进作用。对比混合回归，土地出让成交价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生产性公共物品）的固定效应分析其

系数提高了００３，这也表明对控制变量的限定起到了作用。土地出让收入对中小学教师密度（非生产
性公共物品）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加入聚类稳健标准误之后显著性依然稳定，系数为负说明政府

依赖土地租金提供公共物品确实会出现生产性公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土地出让成交

价提高１％，地方政府大量建设生产性公共物品，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最终将会导致中小学教师
密度（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下降００６％。

表２　土地财政与公共物品支出的实证分析

（１） （２） （３） （４）
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对数）

中小学教师

密度（对数）

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对数）

中小学教师

密度（对数）

土地出让成交价

（对数）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

人均地区ＧＤＰ
（对数）

０４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０）

第二三产业

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５９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４）

人口密度

（对数）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３）

００３３
（０３５０）

００１９
（０２５４）

财政自给率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３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５
（０５７６）

常数项
－２９４３

（００００）
４２４８

（００００）
－２７０３

（００００）
３９８３

（００００）

样本值 ３１４８ ３１６１ ３１４８ ３１６１

调整Ｒ２ ０４０１ ００５４

Ｆ值 １０６６０２ ８７１０

　　注：括号内为Ｐ值；表示 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地区ＧＤＰ和人口密度符号都为正，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的系数都要大于中小
学教师密度的系数，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越密集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就越大。第二三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对生产性公共物品（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系数为正，表明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的需求大，对
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中小学教师密度）的系数为负，也正好说明在从农业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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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口充实到第二三产业当中，但这些外来流动人口的中小学子女却无法随父母流动。财政自给率

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生产性公共物品）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小学教师密度的影响，在加入聚类稳健

标准误之后，系数也为正，表明资金充足，地方政府就更有动力加强公共物品的建设，尤其是生产性公

共物品的建设。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拟以替换解释变量的方式做稳健性检验，用土地出让面积替换土地出让成交价来对模型再

次进行估计。土地出让面积与土地出让成交价具有高度相关性，但与中小学生教师密度不相关。考

虑到地方政府征收的土地要进行“七通一平”，土地出让面积可能与人均城市道路存在相关性，因此用

土地出让面积的滞后一期来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土地财政与公共物品支出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对数）

中小学教师

密度（对数）

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对数）

中小学教师

密度（对数）

土地出让面积

（对数）滞后一期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

土地出让面积

（对数）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人均地区ＧＤＰ
（对数）

０３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５）

第二三产业

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２７７）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７）

人口密度（对数）
０００９
（０５８２）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６
（０８６５）

００２４
（０１６３）

财政自给率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１６
（０７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５９７）

常数项
－２８３２

（００００）
４４４６

（００００）
－２５３９

（００００）
４１６４

（００００）

样本值 ２７１８ ３１６１ ２７１８ ３１６１

调整Ｒ２ ０４０４ ００１１

Ｆ值 ８３７０８ ２３１４

　　注：括号内为Ｐ值；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方程（１）和方程（２）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中小学教师密度的混合回归，方程（３）和方程（４）是人
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中小学教师密度加入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分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

在混合回归还是在固定效应分析中，土地出让面积对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中小学教师密度都显著，相

比之前土地出让成交价的系数都有所提高，相比之前，在固定效应分析下，解释变量对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的系数提高０９倍，中小学教师密度的系数提高０６倍，这可能是土地出让面积相对于土地出让
成交价更少受其余因素影响，符号也与预期相同，结果比较稳定。控制变量中人均地区 ＧＤＰ依然显
著，系数相比之前有所下降，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和财政自给率的符号没有发生变化，人口密度系
数符号在土地出让面积估计中小学教师密度的混合回归中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变化并不显著也不稳

定，在固定效应分析中符号成为了正号，与之前土地出让成交价的符号相同。

政府以土地租金为支撑提供公共物品，会出现生产性公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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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研究不同，本文将生产性公共物品与非生产性公共物品放在相同条件下展开对比研究，更能表现出

生产性公共物品对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挤出。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租金支撑提供公共物品带来了其辖

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作为衡量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指标，土地出让

成交价每提高１％，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提高２％。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预算外政府基金收入全部留存于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的不断膨胀，为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土地城

市化现象加剧。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规模的扩大，对于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其供给

水平。以中小学教师密度来衡量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指标显示，土地出让成交价每提高１％，中小学
生教师密度下降００６％。地方政府以土地租金为支撑提供公共物品，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吸引大量
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但在当前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限制下，中小学子女无法随父母流向城市，

导致的结果就是以中小学教师密度来衡量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指标系数大幅下降。

六、以农地征收为支撑的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与开征房产税

（一）以农地征收为支撑的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土地的自然垄断性和不可移动性使得土地租金是永续存在的，但土地租金的空间分布是有界限

的，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单位土地在外延边际上的收益会递减，土地租金的空间分布会使征地在土

地外延的边际收益恰好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停止。因此，在空间范围上，靠扩大城市边界的土地

财政是有界限的，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还体现在征地成本的限制性约束上。尽管土地租金永续存在，但地方政

府还要权衡征地成本和地租收益之间的平衡。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不在于地方政府在未来某个时

点处于无地可卖的窘境，而在于征地成本对征地规模所构成的实际约束。在这里，“征地成本”不仅仅

限于征地所做的经济补偿，还包括土地属性转换攫取租金所引发的利益主体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和

土地融资诱发的经济风险。

（二）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聚集加剧使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农地所有权名存实亡，失地农民利益损失，土地属性转换带来巨额土地价差，必然引发利益主体

关系紧张，社会风险的聚集加剧。城乡土地分割制度将农地所有权严格限定在农业用途上，否定了农

村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的合法空间，一旦农用土地转向城市用地，所有权的权能便被立刻终止，这

必然导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损，暂且不讨论征地补偿标准低，即便以市场价格征收土地，由于存在

禀赋效果（人们对失去的财产索取的价格往往要高于获得等量财产所愿意支付的价格）、现状偏见（人

们出于对当前拥有财产的偏好，既不愿出售也不愿购买）、厌恶失去（人们对于失去财产所牺牲的效用

要大于取得等量财产所获得的效用）［４０］，人们对于失去的土地的保留价格往往要高于在市场上购买

同等数量土地所愿意支付的市场价格。这使得依据市价补偿，同样存在损失。如果被征收的土地用

于公共设施，则“保留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实际降低了公用设施的建设成本，出现被征地人承担部

分社会福利改善的建设成本。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１）调查发现，土地出让价格从２００２
年的每亩７万一路飙升，２００７年土地价格每亩接近３５万元，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更是猛然上升到每亩
４０万元和５０万元。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和“原用途补偿”原则下的土地补偿之间形成价差，加剧了被
征地农民和村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社会风险。

区域和城市竞争的加剧，对公共物品融资的需求量增大。近些年来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担

保和偿债来源举债进行土地融资，拓宽土地财政的收入渠道来支撑地方财政收入，将拿地环节的征地

冲动在融资环节转化为举债冲动，加大了市场的经济风险。地方政府建立土地收储机构将所征收的

土地作为自有资本金，以未来土地出让收益来评估现有土地市价，将其作为抵押品向商业银行进行融

资和借贷。但这一融资渠道充斥着经济风险，只要征地的补偿是不完全的，征地的冲动就难以约束；

只要土地能够获得高于征地补偿的估价，其融资的冲动就难以遏制。这无疑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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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根据审计署２０１３年政府债务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年底，１１个省级、３１６个市级、１３９６个县级政
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 ３４８６５２４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
９３６４２６６亿元的３７２３％。完全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贷款易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当投资者预期房
地产价格上涨，抵押品价格上涨，此时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土地出让收入归还银行贷款，投资者也会加

大房地产投资，极易引发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形成资金的空转。但一旦出现众多投

资者修正其预期，房地产的价格便会经历调整，引起抵押品价格下降，地方政府易出现债务违约。债

务违约链条一旦蔓延将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

（三）开征房产税的经济分析

对于中国当前是否开征房产税，公众的认识呈现纷杂，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误解与

偏见。目前除重庆、上海试点外，在全国范围内对保有环节个人住房尚未全面开征房产税。依据宪法

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城市商品房实行房地分离的政策。有人认为西方

国家征收房产税是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政府可以征税，在中国土地国有且房地分离不满足征税要求，

也有人认为购买商品房交过土地出让金，再开征房产税可能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对此，笔者不赞同

上述说法。

在中国，城市中确实是实行房地分离政策，但在经济与法理上并不否定征收房产税的正当性。因

为国家可运用两种逻辑来获取剩余产品，产权逻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在土地国有制下，产权逻辑

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呈现融合，国家运用产权逻辑批租获取土地出让金，也可以通过社会管理者的逻

辑开征房产税获取税收收入。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虽然表面上是对同一课税对象征税，但性质不同，

体现的逻辑也不同，前者是产权逻辑，后者是社会管理者的逻辑。

倘若中国全面开征房产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异同。不同之处在于两点，一是产权逻

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关系的不同。西方国家因土地私有产权逻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相分离，政

府运用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征收房产税来满足公共物品融资；而中国产权逻辑与社会管理者的逻辑相

融合，国家运用产权逻辑批租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以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征收房产税。二是理论上政

府获取级差地租的数量不同。西方国家将土地卖给个人，再征收房产税，征收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级

差地租；而中国是将土地租给个人，再征收房产税，依据租金归产权者的产权逻辑，理论上政府要征收

土地上的全部级差地租。相同点在于，无论是西方国家开征的房产税，还是中国要开征的房产税，都

是政府在运用社会管理者的逻辑征收级差地租。

七、结语

利用土地租金为公共物品融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坚持的观点，土地要素不可移动，土地租

金永续存在，为公共物品融资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以征收农村土地，转变土地属性获取国有土地的

土地租金来支撑公共物品的提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城市化叹

为观止的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土地财政呈现的国家征收权与农地所有权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关

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经济资源，城市的繁荣和公共设施的改善是以

农村的地租损失为代价的。土地租金空间分布的特点和征收成本的存在，使得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在稳步推进房产税立法，未来全面开征房产税时，也应注意到我国“房地分离”的特殊情况。在“房地

分离”的情况下，房产税的纳税主体是土地的承租人，依据租金归产权者的产权逻辑，土地承租人不仅

无权获取土地租金，还需要将劳动、资本要素收入的一部分来缴纳房产税。在土地承租人以劳动或资

本要素收入缴纳房产税之后，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得到提升，土地租金会因公共设施的改善而升值，

这就会形成“以税抬租”和“以租增税”的循环。因此，全面开征房产税要充分考虑税率的设定、税收

的征收方式以及公众的纳税负担。

在全面开征房产税时，还要考虑国有土地的租金如何保障不被侵蚀，在理论上，使用国有土地而

不交或少交土地租金也是一种寻租行为，这就需要提前设定何种主体可以不交和少交土地租金，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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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国有土地租金的流失。经济学家Ｌｏｅｈｒ（２０１２）发现，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实行的就是公有土
地租赁制度。土地承租人通过政治游说，常常以低价获得５０年或９９年的公有土地的续租期，随即以
高价将这些土地转租出去。频繁的攫取土地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公地租赁制度的崩溃［４１］。在现实中，

我国法律监督尚不完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如何保护国有土地租金不被侵害，提供更多公共物品满

足公众需求，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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